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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选题  自由还是贫乏：世纪初的中国青年

  
            代际认同与代内分化：

 当代中国青年的多样性 *

李春玲

当讨论当代中国青年一代的时代特性和风貌特征时，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不

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现象。大众媒体在描述“80 后”“90 后”

和“00 后”们的心态特征和价值追求时，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词语。“躺平”“佛

系”“打工人”等，是近一年网络媒体描述青年人境遇心态的热门词语。在这

之前，还有许许多多的词语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概括当代青年

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小粉红一代”“后物质主义青年”“低欲望世代”“小

确幸”“精致利己主义者”“精致穷”，等等。所有这些词语似乎都触及当代

青年某一方面的特征，但又似乎是管中窥豹，难以把握青年一代的整体特征。

对当代青年多种多样的描述总结，实际上反映出青年群体的差异性和多样化。

代际共性并不能掩盖代际内的分化，快速而剧烈的经济社会变迁使当今中国社

会的代际差异前所未有的鲜明，但同时，极大的经济社会分化也导致了代际群

体内部的差异前所未有的突出。

代际认同的崛起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一个代际词语——“80 后”——闯入了中国社会

公共视野。这个词语最初是指一批具有反叛意识、挑战权威的少年文学写手，

他们大多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因而被称为“80 后”作家。“80 后”作

家创作的“青春文学”表达了青少年成长的情感心路，以及成人社会规范对他

们的压抑与束缚，引发了同龄青少年的情绪共振，受到广泛追捧。[1] 然而，主

流文学界对他们的作品不屑一顾，主流媒体及权威名流们也对其呈负面评价，

这引起了青少年写手们在互联网上发起论战，挑战名流权威。在一系列论战中，

“80 后”作家赢得同龄青少年的广泛支持，并逐渐形成了“80 后”的代际认

同。“80 后”这个词语遂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出生人群的代际称谓，在网络

论战中成名的“80 后”作家韩寒成为“80 后”的旗手和精神领袖。

“80 后”现象的出现对于中国社会的代际变迁具有象征性意义。正是这

一代际群体崛起之后，十年一个代际的现象才凸显出来，依据出生年代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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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群体——从“50 后”一直到“00 后”，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80 后”

代际的崛起，还标志着老一代与新生代的分野。“50 后”和“60 后”构成了

老一代的核心人群，“80 后”“90 后”和“00 后”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生

的新生代，新生代与老一代在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上的差异突出而鲜明。两者

之间的“70 后”则似乎是一个过渡性群体，代际特征不像其他代际那么鲜明。

在当今世界，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加速推进，使代际差异现象

普遍存在。不过，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代际现象，往往与青年代际群体的崛

起并对社会变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直接相关。比如，在欧美社会，20 世纪 60

年代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掀起大规模的青年反叛运动，使

代际差异、代际冲突、文化反哺、价值观代际更替等代际现象引发广泛关注，

代际社会学应运而生。由此，代际现象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表征，以出生年代

区分的代际群体具有了社会性意义。在欧美社会，“婴儿潮一代”之后是“X

世代”（Generation X），而较近期的青年代际则是千禧一代（Millennials）

和“Z 世代”（Generation Z）。[2]

代际差异现象是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的产物，而青年代际群体

的崛起往往是重大经济社会变革带来的结果。我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

改革开放正是这样的重大经济社会变革，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

变迁，对人们的生活境遇、态度、行为产生影响，代际差异现象日益突出。虽

然当代社会的代际差异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但当今中国社会的代际现象表现

得更为突出。中国的“80 后”“90 后”和“00 后”可以对应欧美社会的千

禧一代和“Z 世代”，他们都深受互联网社会兴起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影响。但

除此之外，近几十年的中国社会还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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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高速增长，

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使中国从贫穷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

生活水平极大改善。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跨

越了其他国家历经百年的演变过程。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使中国社会的代际

差异更加突出，青年群体的代际认同更为强烈，十年一代的代际区分更加鲜明。

在欧美社会，千禧一代和“Z 世代”的代际特征虽然有所表现，但同辈群体的

代际认同远没有中国社会那样普遍。中国青年人自称“我是‘80 后’”“我

是‘90 后’”的现象十分普遍，而欧美青年如此自称则较少，千禧一代和“Z

世代”的命名多是学者和媒体所为。

与以往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青年代际相比，当代中国青年表现出更强烈

的代际认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青年群体，比

如“五四青年”和“‘文革’的一代”，但从未像当今的青年代际那样具有

如此广泛而强烈的代际身份认同、普遍而鲜明的观念与行为代际差异、深远

而突出的社会影响力。当代青年的代际认同还有一个突出特征，新生代青年

的价值引领者和精神领袖往往产生于同辈群体，而不像之前的青年代际群体

那样崇拜老一辈的文化权威或思想家。比如，“五四青年”深受年长的陈独秀、

胡适等文化精英的影响，“‘文革’的一代”追随的是政治领袖毛泽东；而

中国新生代所崇拜的对象，或者对他们的态度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 , 多

是他们的同龄人。“80 后”代际崛起时，韩寒、郭敬明等“80 后”作家成

为他们的代言人，当今的“90 后”和“00 后”们则追随各种圈层文化的同

辈引领者。这是互联网兴起带来的后果。一方面，互联网为青少年提供了一

个平台发展其独特的青少年文化，彼此交流情感，增强代际认同；另一方面，

互联网普及、新媒体和自媒体兴起以及新兴科技快速更新换代，使青年人在

许多相关领域具有相对优势并引领发展方向，这让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社

会、经济、文化影响力，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青年人不再是单

向的被老一代管制教育的对象，相反，他们成为新技术、新事物的传播者和

教导者，观念变革的引领者和推动者。[3]

代内分化的凸显

代际社会学创始人、德国社会理论家卡尔·曼海姆认为，强烈的代际认同

的产生，是由于同龄群体在青少年时期共同经历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由此

形成了与父辈极为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4] 改革开放以来出生的“80

后”“90 后”和“00 后”，在多重交叠的社会、经济、文化巨变中度过了他

们的青少年时期。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浪潮，互联网社会

兴起与科技发展，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变革交织于他们的

个体生命历程。共同的代际体验形塑了他们的代际特征，强化了他们的代际认

同，凸显了他们与老一代的差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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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社会学家强调，个体生命历程与公共生命历程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代

际认同、代际群体特征和代际之间的差异。[6] 这一论点在当代中国社会得到

了充分验证。“50 后”和“60 后”是在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体

制中度过他们的青少年时期，而“80 后”“90 后”和“00 后”则是在经济

高速增长、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与新生

代的代际差异和代际认同必然十分突出，青年群体的代际特征必然表现得非

常鲜明。不过，同辈群体的代际共性并不能完全消除代际群体内部的差异。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社会不平等也在快

速拉大，这导致代际差异扩大的同时，代内差异也越来越凸显。新生代的物

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丰富程度的确普遍高于老一代的青少年时期，但是，

后者青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相对较为平均主义的环境中，社会经济差异较小；

而前者则成长于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因此，新生代的

代内差异表现得比老一代更加突出。

从“80 后”到“90 后”“00 后”，在代际认同不断增强的同时，代内

分化也日益凸显。21 世纪之初，“80 后”代际群体崛起之时，大众媒体和

学者专家热议的“80 后”，实际上是以“80 后”作家为代表的、有较高文

化水平、有条件接触互联网的都市青少年，这一群体在当时整个 80 年代出生

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约四分之一。80 年代出生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占比约为

45%）是早早离开学校走入劳动力市场、外出打工的青少年农民工，他们中

的许多人没有机会接触互联网，或者只能偶尔上网吧打打游戏，这一群体在

最初“80 后”代际崛起过程中是“沉默的大多数”。直到“80 后”的概念

被社会广泛接受之后，一些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学家才发现了这个数量庞

大、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的青年群体，并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毫

无疑问，在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的

鲜明差异，但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与韩寒、郭敬明等所代言的“80 后”们之

间也存在深深的文化价值鸿沟。

“90 后”代际兴起之时，代内分化也令人无法忽略。尽管九年义务教育

普及、高等教育大众化使“90 后”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智能手机的迅速推

广使“90 后”接触网络不再存在障碍，网络媒体的风行使“90 后”的信息分

享和文化传播跨越了城乡、地域、阶层的边界，但所有这些发展因素仍然无法

淡化“90 后”代际群体的内部分化。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的扁平化、民主

化和开放性会使青少年文化趋向于超越社会分化，但实际上，“90 后”和“00 后”

的青少年文化中，社会分化的界线还是那么明晰。一个典型例子是杀马特文化。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和第二个十年的初期，第一批“90 后”开始走向社会。

当时的北京街头（就像许多大城市的街头）出现了许多杀马特青少年，他们顶

着红黄绿色彩的花哨发型，身着奇形怪状的时尚服饰，聚集在低端消费服务场

所——发廊、洗浴中心、足浴店、小餐馆、小超市、小作坊。这群杀马特青少

年代表了第一批“90 后”青少年打工者的时尚文化。他们大多是农民工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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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过早辍学进城打工，就业谋生的领域是低端服务业和低

技能劳动密集性制造业。杀马特青少年的服饰打扮、言行举止与传统意义上的

农民工形象截然不同，但他们与北京本地的同龄人也有鲜明的差异。当时城市

出身的“90 后”们还穿着运动款式的校服、梳着清清爽爽的发型在校读书，

为大好前程努力奋斗。“90 后”杀马特们与都市的中学生、大学生之间存在

着深深的文化鸿沟，两者之间的鸿沟随着他们年龄增长进一步加深，导致更难

弥合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这群来自社会底层的“90 后”杀马特，在都市社会中令人侧目，在互联

网上遭人鄙视，他们的时尚审美被攻击为“乡村非主流”“又土又丑”，低文

化水平的他们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时尚品味辩护，被更有文化、更为主流的网

络文化青年们攻击得落荒而逃，逐步销声匿迹。[7] 杀马特文化消失了，但这类

“90 后”人群仍然存在，而且他们还是“90 后”中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在

杀马特消失之后，“90 后”和“00 后”网红直播“社会人”火了。与当年不

擅长使用互联网的“80 后”新生代农民工不同，来自社会底层的“90 后”和

“00 后”，通过智能手机活跃于网络空间。第一代网红直播（如快手平台的

MC 天佑、社会摇大哥牌牌琦等）多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社会人”，所谓“社

会人”是指他们较早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而且是没有稳定工作的无业游民。网

红直播“社会人”传播的“低俗”文化吸引了大批追随者——MC 天佑的粉丝

上亿、牌牌琦的粉丝有数千万，这些追随者大多与网红直播“社会人”有类似

的出身背景和境遇状况。坐在大学校园里学习的“90 后”大学生和拥有大学

文凭的都市青年职业白领较少关注这些网红直播“社会人”，也许他们会因新

奇感偶尔光顾“社会人”的直播，但不太可能成为追随者。这些积极向上的“90

后”与网红直播“社会人”及其追随者之间的鸿沟，就像之前的杀马特与都市

来自社会底层的“90 后”杀马特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时尚品味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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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大学在校生之间的鸿沟一样深。两者的价值追求、文化审美、行为方式

差异鲜明。像杀马特文化一样，网红直播“社会人”传播的文化价值也被主流

社会评价为“低俗丑陋”“乡村非主流”，其命运也同样，在官方打压和平台

封号之下，第一代网红直播“社会人”销声匿迹。

在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领域，青年代际群体的内部分化也在凸显。

新兴经济崛起带来了新业态新模式，灵活就业人员数量猛增。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2021 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 2 亿人左右，其最有活力、增长最

快的部分是青年就业者。在新兴经济中以灵活就业方式从事新兴职业，成为青

年就业的一个新趋势。新业态青年从业者被称为“新兴青年”，他们是“90 后”

和“00 后”代际中增长最快的新势力。快速成长中的新兴青年，内部也存在

社会分化。数字蓝领（如快递小哥、网约配送员等）与网络文化青年（如网络

作家、网络主播、网络媒体从业者等），虽然都是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新业态

从业者，但是两者的人员构成、境遇状况、价值态度都十分不同。数字蓝领多

是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低文化水平青年，他们想要逃脱工厂流水线劳作的束缚、

寻求自由自主的谋生方式，但又被困于算法桎梏之中疲于奔命，对未来前途茫

然无措；网络文化青年则多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其中部分是海归），受个人兴

趣驱动，致力于文化创意创新，虽承受较大的市场风险和不稳定性，但目标明

确、乐在其中。

当今的“90 后”和“00 后”青年，虽有强烈的代际认同和代际共性，但

其内部的差异化和多样性无法掩饰，他们的境遇、态度、追求呈现出多元分化

的特征。有人选择“躺平”“佛系”，有人接受“打工人”的生存状态，有人

一路学霸人设争当 985 精英，有人创业进取，有人成为“三和大神”。多样

性的选择，差异化的特性，多元分化的境遇，是当代中国青年的特征。

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数字蓝领多是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低文化水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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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平台的新业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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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价值态度都十

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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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的分化机制

当代中国青年的差异化和多样性是社会分化的结果，推动分化的机制源于

社会结构的分割，其中，城乡二元结构、教育分层、阶层分化和体制分割是导

致青年代际内部分化的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性机制。

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分化的最重要的机制。基于户口制

度而产生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城乡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户

口制度日渐松动，城镇化浪潮逐步淡化城乡二元分割边界，政府实施的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使一些地区的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对社

会分化的影响作用仍然深远持久，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衡依然存在，农村

人与城市人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差异显而易见，青年一代也无法完全摆脱

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差异在青年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前文所提及的“乡

村非主流”杀马特与都市同龄人之间的鲜明差异就是典型例证，尽管出身乡村

背景的杀马特们已经离开了乡村，进入都市就业谋生，城乡差异的烙印却还存

留在他们身上。从“80 后”到“90 后”，再到“00 后”，城乡差异的烙印

一直存在，反映在生存机遇、价值追求、文化审美、行为取向等多个方面。不

过，城乡二元结构也在发生演变。一方面是城镇化推进模糊了现实空间的城乡

边界，另一方面是互联网突破了虚拟空间的城乡分野，小镇青年的崛起就反映

了这种变化趋势。现今，在政治经济中心的大都市里成长的青少年有更好的条

件、更多抓住发展机遇的可能，他们引领时代方向，创新创意先进文化理念。

而来自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青少年，尽管发展机遇受限、文化视野局限，但在

互联网时代，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基于他们的人数优势，不断

创造、更新、升级自己的文化，表达他们在现实境遇中的喜怒哀乐，从杀马特

到网红直播“社会人”，再到各种圈层文化、粉丝经济、小镇青年消费浪潮，

他们在文化、消费、娱乐等领域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教育分层是导致当代青年社会分化的第二个重要机制。教育分层直接导致

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在当今社会，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了青年人的发展空

间，大学文凭，特别是 985 高校的大学文凭，是谋取远大前程的通行证。有

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成为青年群体社会分化的重要分野。大学生及大学毕

业生步入职场成为职业白领，其中 985 高校毕业生更有机会成为职场精英，

获得高收入、高社会地位；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只能从事蓝领职业，未来

很有可能落入社会中下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我国大学毛入学率为

54.4%。这意味着，当今“90 后”和“00 后”青年中，大约半数有机会上

大学，另外接近半数则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教育分层与城乡二元结构紧密

相关，城乡差异影响了青少年的教育机会。许多研究表明，城乡出身背景影响

了青少年的教育机会，导致了城市与乡村青少年之间的教育不平等，[8] 而教育

机会的城乡差异进一步引致城市与农村青少年未来发展机遇的差异。[9] 教育分

层与城乡二元结构的交互作用，在当代青年群体内部深挖了一道社会分化的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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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这道鸿沟存在于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都市出身背景青年（都市白领的主体人

群）与未能上大学的农村出身背景的青年（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前者是典型

的“城二代”，后者是典型的“农二代”，他们构成了青年群体阶层分化的两

端。2017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城二代”在青年群体中所占比例

为 20.8%，“农二代”所占比例为 52.4%。

阶层分化是导致当代青年社会分化的第三个重要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凸显，市场化推进拉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

距。这一发展趋势对青年群体的影响，反映在家庭阶层背景的作用不断增强上。

现今社会，“拼爹”现象盛行，父母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有助于子女在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竞争中胜出，由此强化了阶层地位代际传

递效应，阶层固化特征显现，二代现象（如“富二代”“官二代”“贫二代”“农

二代”等）凸显出青年代际中的社会分化，引致社会冲突与对立。例如，在刚

刚结束的冬奥会中，网络媒体上关于谷爱凌、苏翊鸣、朱易等人精英家庭出身

背景的争议，正是反映青年代际阶层分化的例证。

体制分割是导致当代青年社会分化的第四个重要机制，这一分化机制的

作用范围局限于精英青年群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割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制度的一个特殊制度安排，体制内外就业人员的招聘雇佣模式、福利薪

酬保障、人员管理方式等有所差别，其生存状态、心态特征也有所不同。在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就业人员越来越多地由体制

内转向体制外，越年轻的代际群体，体制外就业的比例越高，如今青年就业

者超过 80% 就业于体制外。一般而言，低文化层次、非专业性的中下层普通

员工，体制内外分割特征并不明显。但是，那些 985、211 高校的优秀毕业

生，选择考公务员、竞聘事业单位而进体制内就业，还是选择体制外互联网

青年群体代际内部呈现出差异性、多样性与多元分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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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竞争高薪工作岗位，意味着走向不同类型的成功之途，在未来会分化为

价值态度颇为不同的青年精英。一方面，两种选择本身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追

求；另一方面，体制内与体制外机构不同的工作氛围、单位文化、晋升方式、

思想教育等，将进一步扩大两类人群的差异，塑造不同类型的青年精英。青

年精英是青年群体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青年精英的体制分割对中国社会未

来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结语

当今中国社会，代际差异表现得前所未有地突出，而中国青年的差异化和

多样性同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鲜明特征。当代中国青年的成长历程不仅打上了

代际效应的烙印，同时也印刻着社会分化的烙印。代际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

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没能消解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城乡差异、阶

层差异及教育分层，致使青年群体内部分化。以谷爱凌、苏翊鸣、朱易等人为

代表的都市中产或精英家庭子弟们涌入精英大学或留学海外，而后成为各行各

业的成功人士大展宏图；另外一批来自乡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成为教育竞争中的

失败者，过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青年人抓住了时代

发展的机遇，而另一部分青年人被时代发展抛在了后面。如何缩小青年代际内

部的社会经济差异，同时保持文化多样性、价值多元化，是促进青年群体均衡

发展的关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卢鑫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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